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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代表与社会整合
＊

———法团主义视角下的武汉工会(1945-1949)

胡悦晗

提要:针对 “多元主义”这一社团政治理论预设存在的盲区 , 本文以法团
主义理论为视角 ,以战后武汉工会为研究对象 , 考察其是否具有利益代表职
能及强组织凝聚力 ,并执行社会整合功能。研究发现 , 战后武汉工会不具备
法团主义整合方案所要求的基本条件 , 其整合模式既异于国家法团主义模
式 ,又不同于社会法团主义模式。 究其原因 ,弱势独裁的政府始终未能实现
行政权力的集中化 、分层化与制度化;政府对社会的专制控制使得民间社会
趋于萎缩 ,无法发展出充分专业化分工的社会团体。先天的不足使武汉工会
只有法团主义的形而无其神 , 最终无法担负起社会整合的功能。

关键词:法团主义　工会　利益代表　凝聚力　社会整合

一 、社团研究的范式转换与武汉工会

(一)从多元主义到法团主义

近 20年来的社团政治研究其理论依据源于 “市民社会 ”等理论。

据此考察中国近代和当代的社会转型与利益分化所产生的社团及其建

构的 “公共空间” ,成为新一代学人的着眼点 。研究对象也从商会 、行

会等传统社团拓展到农会 、工会等新社团 。

伴随研究的深入 ,社团政治的理论依据也因其局限性而遭到质疑。

“市民社会”既是一种理论解释模式 ,又是一种经验史实 ,而且都源于

西方 ,故这一理论引入中国时 ,最初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对其理论本身以

及在中国是否具有适用性的争论(朱英 , 2006)。理论的移植使得其研

究从开始就被置于为 “市民社会”萌芽的产生及夭折提供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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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证的大背景下 。历史学层面的研究困境是 “市民社会 ”理论能否适

用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社会学层面的研究困境是 “市民社会”的理

论背景 ———基于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理论 ———本身的局限。

多元主义未能解决的问题是社会是否真的具有 “公民社会”所说

的自我整合能力 。公民社会的模型不能解释这类问题 ,因为它将主要

的冲突形式置于社会组织和国家组织之间 ,而将另一类也许并不次要

的冲突 ———社会组织间的冲突———忽略不计 (张静 , 2005:16)。故其

在限制国家公共权威时 ,无法避免社会组织分化竞争产生的众多冲突

以及由此导致的实力雄厚的利益团体主宰政治渠道 ,影响了强弱不同

的利益团体之间的竞争公平性等后果 。在多元主义政制下 ,自由竞争

导致了利益团体权力的不均衡 ,部分团体有反映利益的优先渠道 ,这种

参与机会的不平等 ,反映了不同团体动员和行动能力的差异 ,因而对于

某些团体是不公平的 ,它可能将一部分利益排除在社会整合之外 ,这个

缺陷需要通过体制安排来解决(张静 , 2005:29)。在施密特看来 ,多元

主义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心 ,并忽视了所有国家理论的核心概念———政

治 ,这使得多元主义理论或是一种通过社会组织的联邦制来达到国家

统一的国家理论 ,或就是一种令国家解体或争论不休的理论(施密特 ,

2004:122-123)。

法团主义理论是针对多元主义的理论盲点而提出的 ,近年来对它

的研究逐渐升温 。相对于多元主义的 “自由竞争”价值 ,法团主义特别

重视协调与整合的问题 ,即如何将社会冲突转化为秩序(张静 , 2005:

17)。法团主义的作用是将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联合到国家的决

策结构中。不同于多元主义政治模式下依靠利益团体和议会实现利益

表达 ,法团主义用行业组织化的功能团体与国家的互动协调实现利益

聚合。国家一方面让渡出部分公共权力 ,允许特定的利益团体进入公

共政策的决策过程 ,并对相关的政策提出意见;另一方面 ,作为政治交

换 ,利益集团有义务使达成一致的公共政策在其占有垄断地位的领域

内得到有效的贯彻。因此与多元主义相区别 ,法团主义视角下的社团

具有如下六大特征:1.在某一社会类别中社团组织的数量有限;2.社

团组织形成非竞争性的格局;3.社团一般以等级方式组织起来;4.社

团机构具有功能分化的特征;5.社团或由国家直接组建 ,或获得国家

认可而具有代表地位的垄断性;6.国家在利益表达 、领袖选择 、组织支

持等方面对这些社团组织行使一定的控制(顾昕 、王旭 ,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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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团主义强调由政府控制成立的非竞争性社会团体通过利益代表

功能形成高度组织凝聚力 ,进而通过层级秩序形成社会利益传递结构 ,

影响政府决策 ,并执行社会整合功能 ,将社会冲突转化为社会秩序 。

(二)研究对象的选择

相对于已经有了翔实实证研究积累的商会 、同业公会 、行会等社

团 ,对工会的研究无论从实证角度还是理论范式上都处于拓荒阶段。

从前现代社会中集雇主与雇员一体的行会发展到劳资各自组织的工会

与同业公会 ,意味着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组织结构的分化。它们既是非

营利组织 ,又是强制性的经济组织;既是工人阶级的社团 ,又是强大的

特殊利益群体;既是权利的体现 , 又与某些个人自由不相容 (莱文 ,

2006:320)。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政治精英通过组建工会 ,把工

人生活中的日常苦难表述为阶级苦难以实现其社会动员 ,将阶级斗争

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政治精英通过组建工会 ,把

工人生活中的日常苦难表述为民族主义色彩下的党国苦难以实现其社

会动员 ,着眼点在于劳资调和(乔士华 , 2004)。关于近代工会的已有

研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了工会自身 ?换句话说 ,倘若国共两党的

主张真的代表了工会 、动员了工会 ,何以共产党的成功来源于农村社会

而国民党最终失去了在大陆的政权合法性 ?①

作为近代最早开埠口岸之一的武汉有着雄厚的商业及手工业发展

基础。张之洞主政时期 ,武汉跃升为全国四大工业及军事重镇之一。

除沦陷期外 ,武汉一直是国民政府管辖下的华中重镇 。民国时期武汉

登记注册的工会组织在规模和数量上位居国内前列 。国民政府把工会

列入 “人民团体”范畴 。 “人民团体由民众自行组织 ,惟须接受党部之

指导与协助及政府之监督”(立法院编译处 , 1934:142)。 《工会法 》规

定:“在同一区域内之同一产业工人或同一职业只能组织一个工会”

(《解散总工会并停止活动案》, 1946-1948:9-17-260)。由此可知 ,

各产职业工会的划分标准是按纵向职能而非横向利益。每一个产职业

工会都是其所在行业的非竞争性垄断团体。 “凡一县市区域内之工会

得联合成立总会的组织以该区域内各个产业工会职业工会为其基本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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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学者裴宜理对上海工人运动的研究表明 ,国共两党都没能够抓住工人。工人运动有
其自身规律 ,并非像橡皮泥一样被党派政治任意形塑(参见裴宜理 , 2003)。



体 ”(立法院编译处 , 1934:142)。据此 ,作为政府职能部门之一的汉

口 、汉阳 、武昌总工会比各产职业工会更接近体制 ,是各产职业工会的

直接领导者。因此 , 武汉工会符合法团主义对社团所要求的 “垄断

性 ”、“非竞争性”与 “层级性 ”等基本特性 。这也是本文得以展开论述

的基本前提 。

利用法团主义视角考察亟需得到关注的工会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

工人利益 ,并将其组织化入层级体制与政府互动 ,起到促进社会整合的

作用 ,无论从学术积累层面以及现实关照层面 ,都具有重要意义。笔者

选取 1945-1949年间的武汉工会为个案 ,从工会的组织制度 、财务支

持及劳资交涉等三个层面考察武汉工会的利益代表职能 ,进而以分别

来自总工会与产职业工会的典型案例考察武汉工会的社会整合功能。

本文的资料与数据主要来源于武汉市档案馆馆藏武汉工会的相关卷

宗 ,汉口 、汉阳与武昌市政府 、警察局以及武昌第一纱厂等企业卷宗中

有关工会的文献 ,以及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华中地

区报刊文献缩微胶卷中有关劳工部分的资料。

二 、武汉工会的组织制度

(一)组织基础———强制性会员资格与地域背景

任何社团的组织基础首先是会员资格 。汉口市总工会规定 , “本

会以汉口市行政区域为区域 ,凡区域内各产业工会职业工会为基本会

员 ”(《解散总工会并停止活动案 》, 1946-1947:9-17-260[ 2] )。可

见隶属于地方政府的汉口 、汉阳 、武昌总工会 ,是政府授权代表区域内

所有工人组织的垄断团体 ,其会员自动含括下属各产职业工会会员 ,体

现了强制性特点 。

与总工会类似 ,各产职业工会是经政府批准成立的行业垄断性社

团 ,凡属同一产职业内的工人自动成为工会会员并需向工会登记注册。

除转业及严重违反国家政策和会规所禁止之条例外 ,禁止会员退会。

汉口市手工卷烟业职业工会规定 , “凡在汉口市充任手工卷烟职业之工

人均应为本会会员 ,向本会申请登记并由本会发给会员证及证章 。如不

遵章向本会申请登记者 ,得呈请市总工会特呈主管官署勒令登记入会 ”,

退会条件为 “业外人;有违反现行国策政纲之言论或行为者;禠夺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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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受工会除名者;有不正当行为者;有不良嗜好者 ”(《手工制烟业工会

发起人名册 /会章及警察局法办抗不入会之工人》, 1947:9-17-64)。

工会会员之间多有复杂的地域背景。工人进厂多由工头推荐或招

募 ,工头又多选择从自己家乡招募工人 ,有宗族纽带背景 。汉口市染纱

业职业工会 “该工友多系浙江省籍 ”,包席赁碗橱工会 “汉阳人占多

数 ”,书笺印刷业工会工人 “完全系武昌黄陂汉阳等县人多 ”(《汉口市

工会组织研究调查整理工会工作报告表 》, 1945-1946:9-17-42)。

这种地域色彩使得一些规模较小的工会因其会员地域籍贯一致而较团

结 ,而一些规模较大的工会内部则由于不同工头所招募的工人籍贯不

同 ,为帮会等地域色彩浓厚的派系势力滋生提供了罅隙 ,加之党 、政 、军

各方势力彼此渗透 ,各派势力相互争斗 ,大大影响了其运作能力。招募

工人并拥有基层管理经验 、地域色彩浓厚的工头往往又加入某些国民

党派系组织 ,如军统 、中统等 。一纱厂工会 “厂内中统军统两方各领导

一部分工人 ,故工人不明真相以致意见分歧 ”(《第一纱厂劳资纠纷及

工资调整》, 1947-1948:104-10-1785[ 1] )。

(二)组织结构———三级制与基层组织

总工会与产职业工会的组织架构均包括会员代表大会 、理事会与

监事会三部分。会员代表大会为非常设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与监事

会平级 ,但理事会掌握主要行政权 ,监事会的职权仅仅在于审查经费及

各种事物的开展 ,并不具有对理事会的行政制约权 。汉口市总工会会

员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 ,内容为听取理监事工作报告以及选举理监

事等。该工会的理事会下设总务组 、组织组 、指导组 、训练组 、宣传组 、

福利组六个职能小组 ,其职权为 “处理本会会务;对外代表本会;召集

代表大会并施行其决议案;接纳及采行会员之决议 ”,且 “每两星期开

会一次 ”。而该工会的监事会 “每一月或两月开会一次” ,其职权为 “稽

核本会经费之出入;审查各种事业之进行状况;考核职员工作勤惰及会

员言论行动”(《解散总工会并停止活动案 》, 1946-1947:9-17-260

[ 2] )。与产职业工会不同的是 ,总工会的各项事务包括会员大会 、代

表大会 、理监事会的会议录及各项议案议决都要呈报市政府批准 ,可见

其决策权掌握在理事会和市政府手里 。

小规模的产职业工会组织架构较为简单 ,大型企业下属的产业工

会除了上述三级架构外 ,多根据工厂现有生产管理架构设立基层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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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其干事多由生产工头或领班组长兼任 。这种工会既隶属于产业

工会 ,又隶属于该工厂 ,更归总工会管辖 ,但其日常关系与工厂更为密

切 。上级工会的权限仅对下属的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 ,其工作内容通

常是通报情况 、知会政策 、发放通知等等 ,而单位行政领导却实际上指

挥着本单位的工会干部和职工(张静 , 2001b:164)。以一纱厂纺织产

业工会为例 。该会规定其基层组织 “系斟酌第一纱厂之南北布三厂各

部之情形及会员工作实际之需要设立”(《关于伪工会选举的文件 》,

1947-1948:62-1-147)。

图 1　第一纱厂纺织产业工会基层工会组织图(以南厂为例)

(三)选举制度———事前控制与事后追认

政府采取事前控制的方式严格监控总工会的人选。① 汉口市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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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本文将 “工会职员 ”界定为第二 、第三类之和。



会的理监事虽然 “均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任之 ”,但其候选人名单首先要

经过政府的鉴核认可后方可进行选举 。政府对代表权力中心的理事长

的控制非常严格 ,对理事长的更替因人 、因事而异。整改后的汉口市总

工会第一任理事长张恩泽尽管多次上书政府请求辞职 , “另选贤能”

(或许辞职本身仅为一种姿态),但由于出身邮务工会的张恩泽为国民

党得力心腹 ,汉口市政府一再 “应予慰留” ,命其 “打消辞意”(《解散总

工会并停止活动案》, 1946-1947:9-17-260[ 2] )。

政府采取事后追认的方式管理产职业工会 。与总工会选举程序相

同 ,产职业工会的理监事首先经会员大会票选任命 ,再由选举出的理监

事互选常设的理监事会。汉阳理发工会 “由会员大会票选会员五人为

理事 ,三人为候补理事 ,三人为监事 ,一人为候补监事。由理事中互选

三人为常务理事 ,并推一人为理事长。监事中互选一人为常务监事”

(《汉阳理发工会 》, 1946:18-10-510)。各工会自行推选理监事后报

政府鉴核备案。即便政府代表到场监选 ,通常也对选举不多加干涉 。

产值业工会在人事任命上的部分自主权并不等于政府对产职业工

会的领导任命放手不管。政府或许认为规模小的工会难以掀起风浪 ,

故对其管制稍松 。而规模较大的工会 ,其主要领导则多有国民党党政

背景。码头工会理事长黄华山为中统成员;一纱厂工会理事长陈九九

及其他主要工会领导也有国民党派系背景 。基层工会的选举尽管具有

一定自主权 ,但由于其多隶属大型企业或产业 ,故政府对其选举也不会

掉以轻心 ,必须派政府及总工会人员到场监选。一纱厂基层工会各部

干事的选举即由 “市政府市总工会进厂监选 ”,各支部组长由一纱厂工

会 “全体理监事分途前往南北两厂监选 ”(《一纱厂产业工会值日簿》,

1948:62-1-291)。

可见 ,在组织制度层面 ,武汉工会的强制性会员资格为将工人利益

集结在工会这一单位空间内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 ,但复杂的地域背景

和党派势力在工人间的渗透 ,很大程度上导致工人的分化 ,降低了工人

群体的同质性 ,造成利益的碎裂化 ,从内部阻碍了工会对处于权力下游

的工人群体的利益代表。工会的理事会权重及政府对工会领导人选的

严格控制 ,使得工会领导必须对政府而不是工人负责 ,使工会的中立性

受到破坏 ,他们个人的去留 、职务升迁也要惟政府马首是瞻 ,由此从外

部阻碍了工人利益在工会组织内的表达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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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武汉工会的财务支持

(一)经费来源———政府资助与工人会费

劳工组织要想实现自身目标 ,就必须有一种相当稳固的资金开支 ,

因而也就必须有一种可靠的收入来源(摩尔根 , 1984:416)。国民政府

1933年正式通过的《人民团体经费补助办法 》中规定 ,其经费 “应以各

该团体会员之会费及捐款充之为原则 ”,对于 “有应组织而无力组织

者 ,有已经组织对于本党主义颇能真实接受推行且奉公守法者……有

予以经济上补助之必要”,但补助额度 “至多不得超过该团体经费预算

百分之四十 ”(立法院编译处 , 1934:164)。可见工会的主要经济来源

为征收的会费。总工会的经费来源主要为政府资助与各产值业工会会

费的比例征缴。汉口市总工会的经费来源 “分会员入会费 、经常费 、特

别基金 、临时募集费 、政府补助费五种 ”,其名目超过了各产职业工会

(《解散总工会并停止活动案 》, 1946-1947:9-17-21),且汉口市总

工会直接隶属汉口市政府 ,政府补助力度也远超过基本自负盈亏 、偶尔

象征补助的各产职业工会 。

工会向政府伸手要钱并非有求必应。从 1946年 12月到 1947年 8

月 ,汉口市总工会以 “战乱日紧 ”、“非充实内部人手 ,加强组织力量 ”,

“难以应付裕如”为名 ,多次请求市政府加大补助力度 。政府只是部分

答应其提出的要求。 1948年 3月 10日 ,汉口市总工会再次要求政府

每月补助 1000万元 ,而政府并未答应 ,只是采取了 “一次补助 3000万

元 ,嗣后应由该会自行设法 ,不再补助 ”的解决方法(《市工会补助费等

财务文件》,年代未能查明:9-31-7759)。在得到政府补助的同时 ,

总工会有时也担负部分政府财政摊派。 1947年 3月 ,武昌市总工会监

事联席会议通过决议 , “本会任市银行股东 5股 ,计 50万元 ,由工会方

面负责 ”, “其股款 ,限定 4月 15日以前◆◆”(《武昌工会监事会议 》,

1947)。

除政府补助外 ,总工会也从各产职业工会处按比例征缴会费并监

督各产职业工会会费账目 。 1947年 4月 ,汉口市总工会通过的督导方

案中规定 , “本会所属各业工会应按月按照各该会所收会费总目之百

分之五 ,缴纳本会做经常费” , “各业工会每月收入会费总数应按月报

告本会 ,不得以多报少” ,并制定了针对 “隐匿不报 ”的强制征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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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工会督导工作展开 》, 1947)。

产职业工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单位补助与会员会费 。大量的会员

为工会带来充裕的经费。一纱厂纺织产业工会规定 , “本会经费之来

源 ,以会员入会费 、经常会费 、特别基金 、临时募集四种”(《关于伪工会

选举的文件 》, 1947-1948:62-1-147)。尽管 “经常会费每会员每月

至多不得超过百分之二”,而实际征收额度仅为 1%,但缘于该工会人

员众多 ,至 1948年 5月的会费高达 34510.8万元。码头业职业工会也

因会员 “两万余” ,而被认为是 “全市各业工会的经费最富足 ,和组织最

大的一个工会”(《码头工会 》, 1947)。而一些会员人数相对较少的工

会 ,不得不以提高会员入会费或交纳其他形式的资金以维持自身资金

周转和财务运作 。尽管这样 ,仍面临着严重的资金困难 。

(二)收支状况———负债经营下的薪金支付

图 2　武昌市总工会 1946年 8-12月收支图表

总工会的每月收支多为超预算的负债经营 。 1946年 8-12月的

武昌市总工会收支图表清楚地反映了总工会每月的亏空随着上月结转

与本月支出的增加而增加。最大的开支在于职员薪金的负担。 8-12

月各月员工薪金总数依次为 47万元 、 73万元 、73万元 、 76.13万元和

78万元(《总工会收支单列表及员役薪饷名册 》, 1946-1947:18-10-

4368)。根据 《汉口市职业工人工资概况表 》可算得当时汉口市职业工

人每日平均工资为 4120元 ,月平均工资为 12.36万元。而总工会薪金

最高的理事长张华山月薪仅 10万元 ,秘书 、会计 、干事 、工役的工资更

低 ,约在 5-9万元不等 ,据此 ,总工会职员的薪金在当时并不算高 ,但

总工会的职员多为各产职业工会现任理监事成员兼任 ,其个人薪金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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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汉口市职业工人工资概况表(1946年 11月)

类别 日平均工资(元) 类别 日平均工资(元)

码头工人 5500 木作工人 4250

泥瓦工人 4250 碾米工人 2250

锯木工人 4300 印刷工人 4500

机器工人 3900 洗染工人 3000

人力车夫工人 5250 缝纫工人 4000

　　资料来源:《汉口市政府统计要览(1946年 11月)》, 9-31-3112。

　表 2　 武昌市总工会 1946年 8-12月各月支出项目表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文具费用 117740 6950 60950 45050 39900

房租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交通 12400 15950 11800 5000 4000

杂费 114960 134040 48400 100700 929130

会员薪金 470000 730000 730000 761300 780000

其所在产职业工会薪金与总工会薪金两部分组成 ,两项之和就不少了。

　　产职业工会的支出因工会实力而有所不同。经济实力较好的工

会 ,有能力在薪金支付外提取一定的福利基金及事业费基金 ,作为工会

开展工作的经费保证 。根据一纱厂工会 1948年 5月的会费收支计算

书 ,该会 5月有会费 34510.08万元 ,共由上下两届会费与 2、3、4月份

起卸部会费三者之和构成 ,本月支出由 5月份经常费 、会员福利金 、事

业费基金 、本会经常费准备金四部分构成 ,等于会费总和 。当月支出的

经常费占会费总额的 30%。事业费基金与会员福利基金分别占 39%

和 30%。应该说 ,这份支出结构比例反映了该工会在会员福利金及事

业费基金上保留了相当比例 ,从而为工会开展工作提供了经费保证 。

　　但我们倘若就此得出具有经济实力的产业工会的收支状况良好的

结论还为时过早 ,我们还需进一步追问 30%的经常费到底花在了什么

地方。从 1948年 4月一纱厂工会支出帐目的各项数据可看出 ,该月支

出居高不下 ,与总工会的支出大部发放职员薪水不同 ,一纱厂工会支出

中除了职员薪金的支付外还有招待费用一项 ,招待费甚至超过了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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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额 。这样的支出方式不只一家。尽管战后整体经济状况不容乐

观 ,但各级工会之间往来请客吃饭 、烟酒打点等 “面子 ”开支却是 “一个

都不能少”。以至于在工会选举期间有人认为 “值此戡乱建国时期 ,殊

违节约开支 ”,建议 “一律可改为茶点招待 ”(《武汉各工会改选 ,不应大

肆铺张 》, 1948)。

　表 3　 武昌市第一纱厂纺织产业工会 1948年 5月会费收支计算书

款 项 目 科目
收入计算数

(万元)

支出计算数

(万元)

1 武昌市第一纱厂纺织产业工会会员会费 34510.8

1 会费 34510.8

1 5月份上届会费 13802.8

2 5月份下届会费 19208

3 2、 3、4月份起卸部会费 1500

2 本会 5月份经常费 10481.2

1 5月份经常费 10481

3 会员福利基金 10353

1 福利基金 10353

4 事业费基金 13500

1 事业费基金 13500

5 本会经常费准备金 176.36

1 本会经常费准备金 176.36

备考:会费系以一纱工人每月工资所得征收百分之一由本会照纱厂发工资册列由厂代扣

再具领到会;会员福利基金系以本月份会费收入照规定提存百分之三十为会员福利基金;

事业费基金系以会费收入开除经常费及福利基金外提存之;本会经常费准备金系以会费

收入开除经常费福利基金事业费基金外尾款移作准备费。

　　资料来源:《一纱厂工会经费收支计算书 》 , 1948:18-10-4312。

　表 4　 武昌市第一纱厂纺织产业工会收支对照表(1948年 4月)

支出之部 金额(万元) 支出之部 金额(万元)

薪俸及工资 2069 文具纸张 196.5

购置 306 茶水薪炭 182

杂支 265.5 伕马费 315

特别办公费 595 补助费 180

报费 540 招待费 2405.8

合计 7054.8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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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象征性的工会福利

武汉工会负债经营与巨大的职员薪金支出造成的沉重负担 ,使得

本来就处于起步阶段的福利措施举步维艰。因此 ,武汉工会仅能凭借

象征性的福利措施维持自身对工人松散的号召力 ,这些微薄的福利措

施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与产职业工会相比 ,总工会与政府控制的交通 、海运 、邮政等公用

事业的工会福利措施较为完备 ,包括医疗 、教育 、餐饮 、娱乐等多项职

能 。海员工会 “创办会员识字班”(《海员汉分工会 》, 1947);1947年 2

月 18日 ,武汉电信工会组织业余剧团 , “所有演员全为工会会员”(《电

信工会组织业余剧团 》, 1947)。平汉铁路工会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进行筹备 ,决议 300万元为经费 ”(《庆祝劳动节 》, 1947),该会还组织

工人足球队 、篮球队并参加武汉市举行的比赛 。

政府有时也通过采取一些象征性的福利措施来提高政府的公信

力 。隶属湖北省社会处的武汉工人福利社 1947年 4月底 “于社内增设

工人理发室 ,为优待工人及平民起见 ,定价特别低廉 ,又该社为改善劳

工生活 ,便利劳工用膳起见 ,经在武昌各交通路口举办特约工人食堂三

所 ,平价供应餐食 ”, “餐价每客 1200元 ,餐料每份 1菜 1汤 1包饭”

(《便利劳工 ,平民用膳 》, 1947)。逢节假日 ,特别是像五一国际劳动节

这样的劳工节日 ,总工会也要摆一摆惠民的姿态。 1947年汉口市总工

会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 “照去年办法 ,假民众乐园大舞台举行代表

大会 ,凭证入场;优待工人观剧 ,按各剧场容纳人数上演 ,凭票入场”

(《庆祝五一劳动节》, 1947)。这种福利措施反映了政府努力亲民的一

面 ,也给工人带来些许好处 ,但也仅此而已 。微薄的福利优惠对于经济

状况拮据的工人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且还打了折扣 。以上述 “五一”

节庆为例 ,尽管总工会做出了惠民的姿态 ,但在所需经费方面 ,汉口市

总工会规定 “经费来源由各工会自由乐捐 ”(《庆祝五一劳动节 》,

1947),武昌市总工会规定 “除由当局补助外 ,不敷由各纱厂负担分摊”

(《武昌市总工会庆五一召开筹备会》 , 1947)。优惠工人的活动还需工

人自己掏腰包 ,尽管只是 “部分” ,很难相信这种 “羊毛出自羊身上 ”的

举动能给工人带来多大实惠。

产职业工会的福利经费来源主要依靠从会费中提取的会员福利基

金 。该基金充足 ,则可以提高工会对会员的风险救助力度 ,从而增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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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向心力 。在战后通货膨胀 、政局动荡的情况下 ,工会经费紧张 ,工

会开展的福利工作对于工人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会员人数较多的工

会以及工人工资较高的工会因会费充足从而福利工作开展的相对较

好 。一纱厂工会按会员会费 30%比例提取的会费用作会员福利基金 ,

加上会费基数庞大 ,为会员福利基金 、事业费基金提供了一定来源 。该

厂设有 “合作社 、职工子弟学校 、托儿所 、医务所等机构” ,基本含括了

工人医疗 、子女入学等主要问题 (《武昌市第一纱厂的历史概况 》,

1949:62-1-115)。而规模较小或工人工资较低的工会 ,其福利工作

相对匮乏。这种工会的福利设施多只集中于基本医疗。

可见 ,在财务支持层面 ,总工会在经费来源方面对政府以及下属各

产职业工会有依赖性 。政府对其伸手要钱的要求并非百依百顺 ,这使

其不得不把较大期望寄托于产职业工会 。但囿于章程及自身权威 ,总

工会并不敢随心所欲地对下属产职业工会横征暴敛 。大型产职业工会

依仗强大的经济实力且自身又多具有多党派背景 ,对总工会的命令并

不总是言听计从 ,小规模产职业工会身上也没有多少油水可榨 。这些

因素决定了始终为经费伤透脑筋的总工会在政府与产职业工会的天平

两端无法全面倒向哪一边 ,也注定了总工会既不可能具有政府的绝对

权威 ,也不能够坚决地替产职业工会出头 、说话 。

产职业工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自身会员会费 ,这决定了它的生存

必须以维持会员对工会的基本认同为前提。因此 ,尽管小规模产职业

工会的领导人微言轻 ,大型产职业工会的领导又多为党派势力的代言

人 ,但在其面临利益纷争时 ,产职业工会还是会出面为工人争一杯羹。

然而 ,通过不同渠道得来的经费绝大部分用做了工会领导及职员的薪

金发放以及饭局 、茶水等招待 ,真正用于工人福利的资金十分有限 。如

此的经费支出方式加上每月不断增长的亏空自然难以让工人们满意。

工人们很难想象这样的组织会代表他们的利益 。因此 ,虽然相较于总

工会 ,产职业工会能够更多地代表工人利益 ,但其代表程度十分有限。

四 、武汉工会的角色定位

(一)章程中的 “协调者 ”角色定位 ———政治职能凸显与职业职能弱化

工会的政治职能在于执行政府政令 ,协调各方关系 ,帮助政府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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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控制的作用。工会的职业职能在于坚决代表下属工人的整体利

益 ,并将该利益组织化至政府体制中 ,影响政府决策 。 1946年 4月 ,战

后整改新成立的汉口市总工会颁布了组织章程 ,其中规定:

　　本会以领导促进本市各产业 、职业联系 ,提高生产效能 ,协助

政令推行为宗旨 。本会之职务如左:(1)协助各工会团体条约之

缔结修改;(2)会员之职业介绍及职业介绍所之设置;(3)会员储

蓄劳工保险医院治诊所之举办;(4)生产消费购买住宅等各种合

作社之组织;(5)职业教育及其他劳工教育之举办;(6)图书馆及

报社之设置;(7)出版物之刊行;(8)会员恳亲俱乐部及其他各项

娱乐之设备;(9)劳资间纠纷之调处;(10)工会或会员纠纷事件之

调处;(11)关于劳动法规之规定修正事项得陈述意见于行政机关

及立法机关 ,并答复行政及立法机关之咨询;(12)调查工人家庭

生计经济状况及其就业失业 ,并编制劳工统计;(13)各项有关改

良工作状况 ,增进会员利益事业之举办;(14)其他有关法令实施

之协助事项 。(《解散总工会并停止活动案 》, 1946 -1947:9-17

-260(2))①

从该章程可知 ,上述任务中的(2)、(3)、(4)、(5)、(6)、(7)、(8)、

(13)条均涉及劳工福利 , (9)、(10)条涉及劳资纠纷 , (12)、(14)条为

执行政令方面的 ,只有第(11)条为法团主义意义上的参与政府政策制

定过程 ,但也仅仅是作为一个政府的咨询机构 “参与 ”,无法以政治交

换的方式影响政府决策。可见 ,总工会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劳工福利与

执行政令上 ,力图扮演一个对上 “公务员 ”对下 “领导者 ”的协调者

角色。

产职业工会就其性质而言更多依赖于所属行业 ,这是它与总工会

的区别 。但这并不等于产职业工会能够抛开政府自搞一套。汉阳理发

工会的章程中规定:

　　本会以谋本同业人精神团结 ,联络感情 ,增进知识技能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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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条件及生活 ,拥护政府建设为宗旨;本会事业以谋同人福利及

服务社会为对象 ,应举办下列各项:(甲)职业教育及工人子弟学

校之举办;(乙)简易书报室之设置及其他各项娱乐品之设备;

(丙)会员或劳资间纠纷事件之调处。 (《汉阳理发工会 》, 1946:18

-10-510)

从该章程可知 ,与总工会在面对下属产职业工会时的 “领导者 ”角

色不同 ,产职业工会在面对同行工人时 ,其角色更多表现为在与政府政

策相一致的前提下 ,做一个为同行谋取福利的 “福利者 ”以及奔走于

劳 、资 、政之间的 “关系协调者”,而非明确的工人利益代表者。

法团主义视角下的工会必须以对工人的利益代表为存在合法性 ,

从而对其所属成员具有高度约束性及整合性 ,进而达到影响政府决策 ,

将利益代表整合进政府的社会控制渠道中 ,实现高度社会控制和利益

传导下的 “公务员 ”与利益 “代表者”角色的合二为一 。换句话说 ,工会

作为 “关系协调者 ”的政治职能与作为 “利益代表者”的职业职能在法

团主义看来是合二为一并行不悖的。而章程中的战后武汉工会其政治

职能得到凸显 ,作为工会自身存在合法性的职业职能则被放在了次要

位置。

(二)劳资交涉与评断委员会

与章程中的角色定位相符 ,战后武汉工会在劳资矛盾中同样扮演

着奔走于劳 、资 、政之间 “关系协调者 ”的角色 。无论总工会还是产职

业工会 ,都希望避开劳资谈判协商的主题 ,扮演和事佬 ,不求抗争到底 ,

但求息事宁人。 1947年初印刷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 ,与政府 、资方僵

持 , “职业工会朋友 ,为此事奔走接洽 ,彻夜不息 ,劝导大家严守岗位 ,

恪守法令 ,静待工会方面的解决办法 ,一方面要求提高待遇 ”(《苦挣中

的印刷工人 》, 1947)。 1947年 10月 《武汉时报》工人要求增加工资闹

罢工 ,汉口市印刷业产业工会 “得讯后 ,诚恐事态扩大 ,一面派员监视

该报工人行动 ,一面将该报停刊之经过情形已报请市政府裁夺 ”, “不

准该报工人擅离一步滋生事端 ”, “面饬被迫停工之各工友静候政府与

工会迅谋合理解决”(《各业工人增加工资纠纷调解 》, 1947-1948:40

-13-72)。

1947年 ,为应对国民政府颁布的 《动员戡乱时期劳资纠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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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武汉地方政府成立了劳资评断委员会 ,作为非常时期处理劳资矛

盾的特殊机构。委员会的章程规定:

　　评断委员会设委员九人至十五人 ,由当地社会 、经济 、治安 、粮

食 、卫生 、行政主管人员及参议会 、商会 、总工会暨重要同业公会 、

产业职工工会及其他有关机构负责人充任委员 ,以社会行政主管

人员为主任委员 ,综理会务 ,主任委员于劳资发生纠纷时得指定 ,

有关之同业工会及产业职业工会负责人充任临时委员。

评断委员会之职权如左:关于一般工人待遇之调整事项;关于

重要劳资纠纷之紧急处理事项;关于交通公用事业及公营事业劳

资之处理事项。

雇主或工人在未经评断委员会评断以前 ,不得因任何劳资争

议 ,停业或罢工 、怠工 。劳资发生纠纷时 ,应由评断委员会予以评

断 ,评断委员会之裁决 ,任何一方有不服从时 ,主管官署得强制执

行 。(《武昌劳资纠纷评断委员会 》 ,年代未能查明:18 -10 -

2075)

可以看出 ,评断委员会的设立缘于战后急剧增加的劳资矛盾 ,从中

可以窥见工会并无足够能力处理劳资矛盾 。评断委员会的设立架空了

工会的劳资协调职能 ,使得工会代表只能作为一名成员参加该委员会。

这使本来就职业职能弱化的工会又被削弱了政治职能 ,更加无法起到

法团主义要求的功能———团体以强大的推出压力与政府进行政治交

换 ,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 ,而只能在劳 、资 、政多方云集的谈判桌上更加

唯唯诺诺。

(三)蜕变的领导者

作为过渡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战后整改后的武汉各级工会中充

斥着相当一部分利用体制漏洞上下其手 、不择手段追求自身利益最大

化的领导者 。他们于沦陷期在伪工会任职 ,战后利用整改过程的混乱

无序 ,多方通融 ,不但没有被定为 “汉奸 ”,受到惩治 ,反而摇身一变 ,成

为整顿后新工会的领导者 ,使工会对工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更加弱化。

汉口面粉业工会的张义胜在沦陷时期充任 “伪总工会及一区党部委员

等职务 ”,且在战后充当工会整改委员会委员 , “不仅会务无法推进 ,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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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后患堪虞 ”。尽管福新 、记尧记等 12家面粉厂工人联名上书政府请

求改组面粉工会 ,但由于张义胜得到了国民党汉口市党部为其开具的

证明———“查明张义胜原为本市党部留汉地下工作人员 ,因身份暴露

……被迫参加伪民众团体及党部工作”, “在任伪组织工作期内尚未发

现不当行为 ”, “所请改组面粉工会一节应毋属议”(《解散总工会并停

止活动案》, 1946-1947:9-17-21)———而得以继续留任。第一纱厂

工会理事王财安 、陶光楷尽管在沦陷时期 “替敌人做事 ,贡献不少” ,但

由于有中统背景 ,故在一纱厂中对上拿工人要挟厂方 ,对下又百般哄骗

(《第一纱厂劳资纠纷及工资调整 》, 1947-1948:104-10-1785〔1〕),

尽管在 1947年一纱厂的工潮中遭到工人集体联名上书控诉 ,但缘于其

背后复杂的党派关系 ,市政府始终没有对二人采取措施 。

战后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 ,武汉地方政府配合立宪国大选

举 ,需要更多注册会员投票 ,这与工会扩充会员数量的愿望相叠合 。而

工会会员数量的增加也成为以捞取政治资本为目的的部分工会领导人

得以进阶的条件之一 。为此一些工会领导想尽办法吸纳尽可能多的会

员 ,这使得战后武汉工会在不同程度上均有扩充会员数量的行为 。当

登记注册的会员达不到其预期值时 ,工会领导便在章程上做相应修改。

其章程中会员从业范围划分清晰者 ,则扩大其划分范围。 1947年 2

月 ,藕业工会致函武昌市总工会 ,就本会原章程 “凡在本会组织区域内

从事本业而年满十六岁之男女员工皆有为本会会员资格 ”,要求修改

为 “凡在本会组织区域内从事本业之男女员工均应为本会会员 ”,并得

到了政府批准(《藕业工会修正会章 、成立皮鞋业工会和一纺厂工会经

常费收支计算书等文件 》,年代未能查明 , 18-10-4379)。对于一些

会员从业范围划分不清晰的工会 ,如五金业 、建筑业等 ,都扩大了会员

的从业范围 。这种扩充会员的行为也导致了一些工会领导者基于自身

利益 、争取个人政治资本的考虑 ,虚报会员名单 ,将由此造成的收支负

债等问题搁置一旁 , “不惜挑拨离间 ,唆使下层工会分家 ”,甚至 “普遍

设置荷包工会(有会名无会员 ,置工会图记于腰包内之空洞组织),控

制权利 ,为工人不满”(《各业工会呈诉总工会组织松懈 》, 1948:9-19

-309)。

武汉工会的章程以及劳资交涉中的 “协调者 ”角色定位使其只能

在极其有限的程度上缓解劳资矛盾 ,而更多的则是保全自身以避免成

为劳资对抗中的 “出头鸟” ,并且是以工会运作功能的萎缩与工会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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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离心力为代价的 ,客观上导致政府用增设劳资评断委员会的方式

取代工会的部分职能 ,使工会功能进一步萎缩。部分蜕变的工会领导

者 ,不但不能起到任何利益代表作用 ,相反只能招致工人更大的愤怒。

当工人逐渐感到工会并不会为他们的利益挺身而出而只是在他们与资

本家势不两立的时候低眉善目地说 “好 ,好 ,好 ”,甚至开始鱼肉工人的

时候 ,他们还会团结在工会的周围吗 ?

五 、武汉工会的内部整合———以 “抗不入会案 ”

与 “呈诉总工会组织松懈案 ”为例

对法团主义来说 ,团体的利益代表功能只是其组织功能的部分内

容 ,另一部分则是它的协调和管制功能 。 “协调 ”包括内部和外部协

调:内部协调任务是使成员有纪律地行动;外部协调方面涉及利益团体

和国家以及利益团体之间的关系(张静 , 2005:120)。通过内部协调 ,

将工会整合成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和行动力的组织 ,使其有能力参与

到体制中 ,帮助政府执行社会整合功能 ,减少政府的社会管理成本 。本

文通过分析发生于产职业工会与总工会的两个个案 ,考察武汉工会的

内部整合功能。

(一)1947年的 “抗不入会案 ”

1946年 12月 18日 , 40余名汉口市手工卷烟工人 “公推胡光明等

十一名为发起人 ”, “共同要求发起组织职业工会 ”。经政府批准后 ,该

工会于 1947年 2月 25日召开选举大会 ,宣告成立。但在随后登记会

员的工作中遇到部分工人 “抗不入会”。该工会理事长胡光明在上报

汉口市政府的材料中声称 ,对于工人登记手续 “曾经通告并屡派员至

各厂劝导 ,仍拒不接受者殊多 。近有中山大道五七一号宝龙厂服务之

工人彭元庆 、李济鹏 ,又有……李福陔等故意玩忽违反政令 ”,并 “具文

报呈钧府依法核办”(《手工制烟业工会发起人名册 、会章及警察局法

办抗不入会之工人》 , 1947:9-17-64)。由此可以看出 ,工会并无十

足效力和凝聚力能够让工人 “强制入会 ”,以至于需要求助政府权威来

处理 “抗不入会”的工人 ,而工会理事长用 “故意玩忽违反政令”的措辞

将责任推到工人方面 ,无形中为自己开脱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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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国民政府在劳工组织方面规定 , “各业员工应依照从业类别

依法组织工会”。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人胆敢对政府政令 “故意玩忽违

反 ”呢? 接到胡光明的报告后 ,汉口市政府并未直接采取强硬措施 ,而

是令警察局先调查事实 ,并指示对于不入会的工人 “应先进劝导 ,如仍

拒不接受 ,再将其姓名工作地址详报本府 ”,并照会卷烟工会与警察局

联系协助。

5月 5日胡光明再次上报汉口市政府 ,就工人抗不入会的原因作

了说明 ,认为工厂与工人双方都有责任。工厂方面缘于临时工聘用制

度影响了调查登记手续 , “各厂方所雇之工人无一定工作期限 ,厂方生

意稍有即觅就工作 ,无则辞退 ”。工人方面则缘于流动性过大造成无

视法规的存在 , “藉无一定之工作时期及地区 ,即存刁玩之心 ,故意违

避政令 ,破坏组织 ,实无法制裁 ”(《手工制烟业工会发起人名册 、会章

及警察局法办抗不入会之工人 》, 1947:9-17-64)。

然而是不是临时聘用制度与工人的流动性是 “抗不入会”的根本

原因呢 ?工人大都不可能终身在一家工厂从事一种职业 ,而各业工会

章程中对于工人的转行业 、换工作等问题都有明确的规定 ,可见加入工

会与聘用和流动性并不绝对矛盾。那么 ,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负责调

查此事的汉口市警察局 ,饬令下辖分局传唤三名抗不入会的工人审查 ,

发现其不入会的主要原因在于与传统行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工人

均为手工业卷烟学徒 ,本属于手工卷烟业同业公会 。但因其为学徒 ,没

有正式出师 ,故暂不能为正式会员。而入会即 “出师”还需要一笔不菲

资金。三名工人在口供中称 ,卷烟同业公会 “要三年出师以后原可入

会 ”,且 “入会要四(五)万元。”更主要原因在于 ,该同业公会所属的商

厂宝龙烟厂 “于上月变更机制 ”, “早在手工卷烟公会报停时另行参加

机器同业公会 ”,该厂工人 “在职工会早已登记 ,因生意清淡 ,早已改

散 ”,并且 “闻职工会负责人言学徒不入工会” ,故 “未曾参加 ” (《手工

制烟业工会发起人名册 、会章及警察局法办抗不入会之工人 》, 1947:9

-17-64)。可以看出 ,同业公会尚未正式出师的学徒无法被工会认

可 ,但因其隶属的旧公会也已经改头换面 , “另行参加机器同业公会”,

而导致该三名学徒被新旧组织机构同时拒绝 ,属于组织归属变更产生

的问题 。

从卷烟工会理事长胡光明的上报与警察局的调查可以发现 ,胡光

明所称工人 “抗不入会”、“故意玩忽违反政令 ”,内容并不属实。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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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调查学徒 “早向同业公会报停 ”,可见他们对政府政令并非消极抵

抗 ,况其年龄一人为 17岁 、另两人均为 15岁 ,尚未正式出师 ,怎么有胆

量 “抗不入会 ”? 怎敢 “故意玩忽违反政令” ?反倒是警察局的调查表

明了其不入会的真实原因 ———没有出师 ,故无法加入同业公会;因其学

徒 ,故无法加入工会。经过查明真相 ,政府令卷烟业工会 “后对遇有抗

不入会工人 ,须查明事实再行报府核办为要” (《手工制烟业工会发起

人名册 、会章及警察局法办抗不入会之工人》, 1947:9-17-64)。

卷烟工会理事长胡光明不可能不知道本行业工人 “抗不入会”的

真实原因 ,笔者以为其不如实上报的原因乃是其不想陷入为原属于同

业公会的学徒理清同业公会与工会之间关系的麻烦 ,而希望借助政府

外力强制其入会 。

1947年 11月 11日 ,工会理事长胡光明又上报汉口市政府:

　　窃职会成立已经数月 ,会员达二百有余人……而不缴纳会费

及拒绝入会者亦复不少。更进而有煽布流言捣乱会务者实大有人

在 ,以致会务无法进展……呈请钧长鉴核 ,迅赐令饬球场警察局派

警协助办理会务 ,违则带局惩处 。或由职会将违章工人随时扭送

当地警局严究以利会务。 (《手工制烟业工会发起人名册 、会章及

警察局法办抗不入会之工人》, 1947:9-17-64)

这一报告或许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在内战全面打响的紧张局面

下 , “煽布流言捣乱会务”的 “别有用心 ”足以让国民政府的神经高度紧

张 。两天后 ,汉口市政府令汉口警察局 “依据该工会合法请求于必要

时派警协助办理为要 ”(《手工制烟业工会发起人名册 、会章及警察局

法办抗不入会之工人 》, 1947:9-17-64)。

1947年 6月 ,武昌中西菜馆酒饭面点业工会同样出现工人 “抗不

入会”的事件 。 7月 8日 ,武昌市总工会向武昌市政府报告 , “拒绝登记

不服会章者亦复不少 ”,希望政府 “俯赐派员协助该会实施检查”。 10

月 27日 ,武昌市政府就此事批示该会 , “查该会各不良份子应由该理

事长审理检据报府据办。示抗不入会之员仰即查照督导入会”(《各业

工会关于会务纠纷》, 1947-1949:18-10-4448)。

工会作为一个社团组织的先决条件是能够吸纳工人 。多起 “抗不

入会”案显示 ,许多产职业工会对于成立社团组织的必要条件也仅仅

196

社会学研究 　2010.1



是勉强具备 。尽管国民政府对战后组织 、工会等人民团体有明文规定 ,

但对于因各种原因不入会的工人 ,缺乏内部整合功能的产职业工会无

法自行处理 ,工会领导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涉足其中 ,遂将其上报政府 ,

通过巧妙的措辞把问题归结到工人自身 ,企图借助政府权威强制解决。

政府起初在经过调查后采取了较为平缓的处理方式 ,并训诫工会遇到

类似事件要如实上报 ,这种结果未能如工会领导之愿 。但在随后出现

的众多同类问题中 ,工会领导有意将 “抗不入会 ”与国共内战的紧张政

局相联系 ,引起了政府的注意 ,促使政府最终采取强硬措施。

(二)1948年的 “呈诉总工会组织松懈案”

1947年 7月 ,汉口市总工会理事长张恩泽由常务理事柯华阶代理

理事长一职 。这位常务理事代职不久 ,就造成擅自申请 “改用硬币标

准 ”并 “骗取各业工会图记 ”一事 ,酿成纠纷 。

事件缘起于国民政府在战后进行的币制改革 ,根据地方银行准备

金额发行金圆券 。 “将各省地方银行原缴准备金内银元 ,银类折成法

币 ,再折成金圆发还之 ,其原缴之黄金 ,如缴时已折成法币 ,亦同样办

理 ”。由于法币 “没有稳定的比值 ”,故 “虽然现在每月可照生活指数调

整 ,但是与实际物价指数相比又打了折扣 ”,造成 “银币银类对金圆券

之兑换率 ,与法币对金圆券之兑换率 ,两者相差甚大 ”的现象 ,各省银

行 “乃纷纷要求仍照银币银类对金圆券之兑换率发还金圆券 ”(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 , 1994a:39-42)。

在这种背景下 ,柯华阶派人与西服业工会理事杨精棠 ,商量以硬币

或实物计算工资的办法 ,遭到各业工会一致反对 。 1948年 7月 31日 ,

汉口市各业工会联名上报汉口市政府 ,控诉总工会代理事长柯华阶的

这一举措。他们不但指责柯华阶用这种方式 “骗取各业工会图记已加

盖 ”, “企图破坏政府法令 ,蓄意煽动工潮 ”,更指责总工会自张恩泽负

责以来 , “利用腐恶份子挑拨离间 ,把持会务 ,不能切实领导各业工会

趋于健全”,认为汉口市总工会 “会务莫能进展者皆因该柯华阶等二三

腐恶份子挑拨离间 ,愚弄工人 ,图机取巧 ,贪赃枉法 ,不惟行迹可疑 ,思

想亦不无问题”,并请求汉口市政府 “赐予查究 ”(《各业工会呈诉总工

会组织松懈 》, 1948:9-19-309)。

8月 3日 ,各业工会再次联名上书汉口市政府和华中剿匪总司令

部 ,列举总工会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解决方案 ,大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

197

论 文 利益代表与社会整合



首先 ,变更选举制度。各工会质疑总工会理事长张恩泽的领导能

力和领导资格 ,称邮务工会出身的张恩泽 “历来从事养尊处优得天独

厚之邮政业务 ,未能了解各业劳苦工人之生活习惯 ,缺乏勇于负责精

神 ”,提出要民主选举 ,反对总工会领导人由政府任命的解决方案。

“(一)由各业工会互推热心社会公益勇于为工人服务有道德有声望思

想纯正之从事工人工作而负有历史经验者来负责改组汉口市总工会;

(二)总工会理监事今后应由各业工会产生 ,以能实际为工人做事者为

原则 ,不准运用权威强行参加 ,成为包办式工会”(《各业工会呈诉总工

会组织松懈 》, 1948:9-19-309)。

其次 ,改变职权结构与目标定位 。各业工会认为总工会领导层面

存在严重地域派系 ,导致 “意见分歧 ,时常发生内讧。每决一事 ,决而

不行 ,行而不遵” ,认为要 “扩大理监会职权 ,每半月召开一次理事会 ,

每月召开一次理监事联系会 ”, “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会 ”,在观念上希望

领导层 “一切以工人组织劳工福利为前提 ,打破地域派系观念 ,摒除私

人意见 ,团结意志 ,集中力量 ,事权划分清楚 ,指挥注重统一 ”。各业工

会认为总工会已经变质 , “仅拥虚名 ,完全与下层工会脱节 ”, “使工人

遭受无谓压力与摧残 ”, “各业工人均仇视最深 ”,认为 “总工会应居领

导地位 ,下层工会稍欠健全者应切实辅导 ,遇有纠纷事件 ,要能以公允

迅速确切而求解决” ,并 “加强基层联系 ,劳工问题发生时应提高仲裁

权并由各职产工会推选公正工人参加 ,严禁指派别人”(《各业工会呈

诉总工会组织松懈》, 1948:9-19-309)。

第三 ,改变管理方式与组织作风 。各业工会要求首先 “彻查有会

名无会员荷包工会之空洞组织后予以彻底撤销 ,缴收其图记 ,防止其别

具野心 ”;其次 “凡属同一性质之工会 ,统限其合并组织 ,减少劳劳争

议 ,维持其原有历史习惯 ”。各业工会认为总工会 “组织极其松弛 ,游

离份子渗入工会 ,混子丛集 ,图机取巧 ,行为腐化者大有人在 ,成为社会

剥夺阶层”,提出首先从人事制度上净化进入总工会理监事的人选 ,

“非各业从业公正工人不能参加竞选总工会理监事 ”,其次在组织作风

上 “树立廉洁风尚 ,铲除腐化分子 ,以服务争取领导挽回全市工人信

心 ”(《各业工会呈诉总工会组织松懈 》, 1948:9-19-309)。

通过两次联名上书可以看出 ,这次事件是各业工会对总工会长期

积压的不满情绪的一次总爆发 。总工会对下属工会不但没有起到内部

整合功能 ,反而使各业工会怨声载道。在各业工会发出措辞强烈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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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后 ,总工会没有做出正面回应 ,但其内部出现了反对声音 。 8月 5

日 ,汉口市总工会在永福里召开第 10次监事会。这次会议针对 “骗取

各业工会图记 “一事 ,通过了三项决议 。

　　1.关于柯代理事长在政府公布指数之后以调整工人待遇为

名 ,并请要以硬币标准计算工资 ,显系掀动工潮 ,违反法令 。本会

作如何办理案决议:呈请政府依法查究 。 2.柯华阶派人向各业工

会骗去图记私章加盖 ,用复写十行纸缮具呈文五份 ,字迹模糊 ,语

句荒唐 ,是否别有企图 ,破坏工运 ,危害社会 。请如何决定办案决

议:嗣后呈文各机关必须经过全体理监通过 ,例转公文不限。此次

任何责任当由承办人及主持人负责 。 3.关于总工会成立以来收

支账目及劳动节用费 ,前由本会一再咨询定期清算 ,钧置不理 ,现

应如何办理清算案决议:呈请市政府饬令所有收支账目交本会定

期审核以明责任 。(《各业工会呈诉总工会组织松懈 》, 1948:9-

19-309)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决议明确提出了监事会对总工会进行财务监

督的要求 ,标志着总工会内部监事会 、理事会之间矛盾公开化 。监事会

联合各业工会 ,用 “呈请政府依法查究 ”的方式向总工会理事会施压 。

在各业工会矛盾与总工会矛盾 、总工会内部理监事会矛盾公开化

的情势下 ,汉口市纺织产业工会理事吴春山上书汉口市政府市长徐会

之 ,披露柯华阶不为人知的内幕 。据吴透露 ,药店检药员出身的柯华阶

在复员时期 “组织 汉̀口市纺织产业工会 ' ,捏造会员 12800人 ,名册设

局笼哄理监 ,争取个人政治地位 ”;在桥口 、申新第四纺织厂战后复工

之时 ,柯华阶 “事先勾结厂方完全拒绝工会办理会员登记 ,每月由厂方

供给巨金作为个人挥霍 ,不顾工会组织意义及工人福利 ”;在物价波

动 、工人失业时期 ,柯华阶 “因受厂方利贿 ,不惟不许工人复业 ,即或在

业工人也只得任凭厂方压制 ,苦莫能伸”。吴春山还列举了柯华阶贪

污行贿等问题的细节 ,并指斥柯华阶为 “出卖工人 ,蒙蔽政府 ,陷工人

于死地之工贼”,请求政府 “赐予彻查究办 ”(《各业工会呈诉总工会组

织松懈 》, 1948:9-19-309)。

面对众多抨击 ,总工会领导层终于有了正面回应。吴春山的披露

遭到汉口市总工会时任理事长张恩泽的反驳 。张恩泽上书汉口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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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对吴春山的说法逐项驳斥 。面对如此严重的会务矛盾和尖锐的个

人抨击 ,政府方面开始有所动作 。汉口市政府将柯华阶被诉贪污枉法

出卖工人一事呈报监察院两湖监察委员会。在汉口市政府的授意下 ,

社会科开始调查此事 。政府就此事形成最终调查报告。报告称 ,首先 ,

在柯华阶代理理事长期间 , “一部分产值业职工会联合盖印呈请政府

提高工人生活指数 ,事属确实 ,但是否系常务理事柯华阶发动 ,无从查

实 ”;“其中仅有以硬币黑市比例工人生活指数之差异 ,绝无以硬币计

算工资之要求 ,足见散布谣言之语亦无根据 ”。其次 ,关于各产职业工

会对总工会组织松懈的改进意见 , “查市总工会已届改选 ,期间拟请将

改进意见交本府社会科参考办理 ”。第三 ,关于监事会要求的账目监

督 ,政府指令 “该会理事长张恩泽将收支情形送监事会审核公布”。第

四 ,关于吴春山指责柯华阶拿申新纱厂津贴 、压榨工人一事 ,政府 “经

询据该厂厂长万 ××声称该柯华阶为该厂老工人 ,在该厂筹备复厂期

间未担任该厂工作亦未拿津贴 ”,因此吴所控柯华阶以 500万利诱自

己一事 , “该柯华阶即不承认 ,而吴春山亦未提供有力证据 ,仅呈缴所

谓利诱之赃款 500万元做控告根据 ,似嫌不足 ,无从究办 ”(《各业工会

呈诉总工会组织松懈 》, 1948:9-19-309)。

综览该案 ,可以发现四个问题:首先 ,尽管各业工会猛烈抨击总工

会 ,但从各项解决方案看 ,各业工会均呼唤一个能够具有统领和整合作

用 ,并能代表工人团体组织化利益的总工会 ,要求总工会 “提高仲裁

权 ”而非提倡抛弃总工会的 “自由竞争 ”。呼唤总工会真正的社会整合

与利益代表功能 ,恰好反映了总工会在上述两方面功能的缺失。

其次 ,各业工会将矛头指向总工会的组织松懈 、账目混乱 、领导人

自身脱离群众 ,按理说作为主要领导人的理事长张恩泽难逃其咎 ,但矛

头却几乎集中到倒霉的代理理事长柯华阶身上 ,而将张恩泽放过 。档

案中只有意见书一处提及张恩泽的出身与行政不作为 ,其余篇幅都在

论证柯华阶的不称职 。原因何在?笔者以为 ,客观方面 ,各业工会的实

质要求是解决总工会业已暴露的诸多问题 ,但顾虑到作为一把手的张

恩泽背后的党政背景不便直接攻击 ,而以柯华阶为替身 ,借此试探政府

的态度 。主观方面 ,柯华阶也许的确比张恩泽更不得人心。

柯华阶为总工会领导人之一也间接代表政府 ,如果柯华阶被整倒

政府的脸面也不好看 。倘一味袒护柯 ,对总工会已经遭遇普遍质疑的

状况视而不见 ,则不足以安抚各产职业工会 ,不利于政府进行社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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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 ,因此也需要部分采纳产职业工会的意见。对于本来就没有被

当作靶子的张恩泽 ,政府自然更无需主动提及 。

第三 ,政府的应答基本持调和立场 ,以化解各方矛盾 、避免社会冲

突为原则。政府以 “无从查实”为由为柯华阶开脱 ,对于各方对总工会

的指责和要求监督账目 ,也做出了听取的姿态 ,对于吴春山对柯华阶的

个人攻击 ,以证据不足 、“无从究办”为由淡化。既然是调和 ,也就不能

绝对偏袒哪一方 ,从而无论是总工会还是各产职业工会 ,都无法利用政

府的绝对权威形成高度的组织凝聚力 。政府的调和立场或许能够在时

局动荡的局面下化解个别冲突 ,但却是以丧失总工会对其下属团体的

内部整合能力为代价的。

六 、武汉工会的外部整合———政府管理与日常活动

如果说内部整合强调的是社团通过利益代表形成组织内部高度的

凝聚力与行动力 ,外部整合则侧重社团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中介管理

作用。社团进入体制中的层级序列 ,协助政府承担社会整合功能。武

汉工会因缺乏内部组织凝聚力 ,无法实现充分的内部整合 ,也就无法拥

有组织内部的高度凝聚力与行动力 ,故其在外部整合中发挥的作用就

十分有限。以下通过政府对工会的管理和工会的日常活动来考察武汉

工会的外部整合功能 。

(一)政府对工会的管理

战后国民政府面对国共政争日趋紧张的时局 ,力图在最大程度上

加强对工人与工会的控制 。为此 ,国民政府一方面成立由得力心腹把

持的各省总工会 、产业工会联合会及全国总工会的层级体系;另一方面

成立各省总工会工会策进委员会与各市工运指导委员会 ,分别作为省

与市工会及工运指导委员会的上级指导机关。 1946年 7月 12日 ,国

民政府中央执委会组织部 、社会部致电汉口市政府 ,训令 “复员期间领

导工人运动办法 ”, “期使事权统一 ,力量集中 ,以收实际效果 ”,并明令

成立汉口市工运指导委员会 (《伪武昌市政府 ———武昌市工运委员

会 》, 1946-1947:18-10 -2109)。 10月 24日 ,汉口市工运指导委员

会在汉口市政府会议室成立。该委员会的组织章程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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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会以左列各机关各派代表一人为委员:武汉行辕政治部 、武

汉警备司令部 、交通部武汉电信局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汉口

区团 、宪兵十二团 、湖北省邮政管理局 、平汉铁路局 、平汉铁路特别

党部 、湖北省公路局 、湖北省航政局 、行辕视察室 、汉口特别市党

部 、第二区公路特别党部 、汉口市政府 、汉口市警察局。

本会任务如左:关于本市交通 、矿场及公用事业工人团体组织

训练设计指导事项;关于本市交通 、矿场及公用事业工人团体组织

调查统计事项;关于本市交通 、矿场及公用事业工人团体组织工人

党团组织活动推进事项;关于本市交通 、矿场及公用事业工人团体

组织工人纠纷调处事项;其他有关工运事项。 (《汉口市工运指导

委员会组织规程及有关文件》, 1946-1947:9-17-179)

可见 ,这个由地方党 、政 、军主要机关负责人组成的指导委员会一

开始就是作为工会的上级领导机关存在的。随着工作的开展 ,这个委

员会又无形中承担了工会的劳资调解 、调查统计等部分职能工作 ,使得

原先受政府领导的工会现在变为受政府与该指导委员会的双重领导 ,

工会降格为一个将具体问题上报委员会与政府的 “信息员 ”角色 ,失去

了解决工人问题的能力 ,工会运作功能萎缩。

工运指导委员会的活动经费由地方政府 、党部及主要公共事业单

位联合筹措 。战后国民政府内政部制定的 《全国工运实施方案》中规

定:各地劳工团体及各种任务队经费以自筹自给为原则 ,必要时得呈请

本部酌予补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 1994b:18-25),这使得在财务

支持层面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工会一方面要担当政府为加强意识形态整

合而开展的各项工作 ,另一方面却又得不到政府的经费补助。工会领

导人不可能自掏腰包为政府办事 ,于是只能采取向工人摊派的方式。

这种对工人雪上加霜的压榨行为加大了工人的不满情绪 ,使工会对上

无法完成政府的意识形态整合任务 ,对下无法将工人凝聚在自身组织

内 ,从而极大削弱了其外部整合的力度。汉口市政府向来汉考察的中

央治安考察团提供的报告显示 , 1947年 1月 -1948年 4月间 ,汉口市

共发生 47起工潮 ,其中怠工 27次 ,罢工与停工 20次 ,并有斗殴 、捣毁

同业公会等事件发生 。在这些事件的处理结果中 ,西服业工会被勒令

停止活动 ,晒坊业工会被勒令解散 ,帽业工会理事长被予以退职 ,此外

许多工会的领导也受到了政府不同程度的训斥(《中央治安考察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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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考察人员名单及汉口市政府提供的治安参考材料 》, 1948:9-4 -

110)。如此频繁的工潮及处理结果清楚显示 ,武汉工会既无法让政府

满意 ,也无力整合工人 。

(二)工会日常活动———迎来送往与基本会务

武汉工会无法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实现外部整合 ,只能在日常活动

中维持形式上的松散运作 。其日常活动主要有迎来送往与基本会务两

类 。迎来送往包括出席与政府有关的活动以及与下级工会的业务往

来 。一纱厂工会值日簿上记载了 1948年 6-8月间该工会迎来送往的

大小事件。

　　6月 2日 ,上午请罗书记赴市府催促本五月份工人生活指数 ,

下午二时陈王刘出席省总工会联合欢宴 ,重庆裕华纱厂工会吴理

事长宴后来厂参观……6月 15日 ,下午三时张理事出席积玉硚建

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6月 30日 ,上午十时各干事代表等会同

本会理监事前往市政府请求自 6月 1日起按生活指数十倍发给;7

月 1日 ,下午三时评断调查组来会…… 7月 16日 ,因本会经费预

算问题已由市政府召请罗杨两先生前往商谈…… 7月 22日 ,派员

前往市府催发调查小组文;8月 5日 ,上午市府社会科召集本会理

监事谈话……8月 19日 ,武昌稽查办事处李主任召集武昌一纱 、

裕华 、震寰三厂工会理监事谈话 。 (《一纱厂产业工会值日簿 》,

1948:62-1-291)

一纱厂工会的日常活动的主要内容大多为出席党 、政 、军方面的活

动 ,其余则是催促政府下发文件 ,仅有一次是主动向政府反映工人的生

活指数要求 。总工会的迎来送往活动比产职业工会有过之无不及 。汉

口总工会理事刘松山出席国际劳工第 29届代表大会 ,回到武汉 ,受到

“武汉工界热烈欢迎”(《刘松山返汉 ,工界热烈欢迎 》, 1947)。政府关

于战后工人复员 、劳资评断 、人民团体干部培训 、慰问国军等各种活动 ,

也少不了总工会作陪 。各产职业工会的理监事选举 ,总工会也必要到

场监督 。这些均与将工人利益上传政府 ,并在政府的决策制定过程中

积极参与起到社会整合功能的法团主义要求相去甚远。

工会的基本会务包括工会 、理监事会议及特定会务。较正规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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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详细的考勤记录 。一纱厂工会因规模较大 ,设有独立的办事机构 ,

每天都要行政考勤 ,由工会理事轮流值日 。当班值日理事要填写值日

簿 ,记录当天应到 、实到人数 ,收发传达文件数量及当天要事 。此外 ,理

监事会议也是会务的主要内容之一。总工会的理监事会议频率略高于

各产职业工会。理事会由于权重于监事会 ,故开会频率也高于后者。

汉口市总工会 “理事会每两星期开会一次 ,监事会每一月或两月开会

一次”(《解散总工会并停止活动案》 , 1946-1947:9-17-260〔2〕)。

汉阳理发职业工会 “由理事会召集之理事会每月举行一次。由理事长

召集之监事会每两月举行一次 ,由常务监事召集之 ”(《汉阳理发工

会 》, 1946:18-10-510)。一些行业因行业性质工人的工作地点较为

分散 ,如人力车业 ,工会通过对会员证进行定期检查 ,确保工会会员身

份属实 。 1947年 3月 16日 ,人力车业工会发出通告 , “所发会员证迄

今日久 ,多有损坏遗失 ”, “新式会员证请市警局派警士协助 ,检查会员

证 。如无证件者 ,限期申请补领 ,或旧证件损坏者 ,即予更换”(《人力

车业工会普遍检查会员证 》, 1947)。武汉工会就是在这样大大小小的

开会 、考勤 、登记 、会务与迎来送往的活动中 , 维持着形式上的松散

运作。

七 、结　语

本文从法团主义视角考察 1945 -1949年间的武汉工会能够在多

大程度上代表工人利益 ,并将其组织化入层级体制 ,与政府互动 ,起到

促进社会整合的作用 。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分析 ,笔者尝试回答此

问题。

(一)非制度化的利益组织化方式

在法团主义看来 ,社会利益的组织化方式 ,须是经过国家认可的 ,

通常是体制内的纵向建构(张静 , 2005:172)。战后几年 ,随着国民政

府对社会控制的不断加强 ,武汉地方政府建立了一个从总工会到各产

职业工会的层级体制 。总工会统辖行政区划内所有产职业工会 ,为政

府职能部门之一 ,各产职业工会直接依附相关企业与行业。在工潮 、劳

资纠纷 、会务纠纷等一系列事件中 ,各产职业工会首先将情况上报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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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总工会据此上报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或饬令社会处 、警察局展开调

查调解工作 ,或直接下发指令。因此可以说 ,武汉工会的利益组织化方

式基本上符合法团主义要求的体制内的纵向建构 ,一层一层逐步上达

体制中心 ,而非在体制外由工会之间自行横向协调化解 。

武汉工会利益组织化的纵向建构模式并非固定化与制度化。法团

主义在方法论上是一种关于结构与制度层面的研究 。 “合作”是否有

权利分化作为条件 ,是在性质上极不相同的事情 ,这基本上决定了 “合

作 ”是一种结构安排 ,还是随机行为(张静 , 2005:176)。尽管战后政府

对武汉工会进行了全方位整改 ,但档案资料中不同行业及产业工会的

权责边界界定及由此引起的纠纷不断 。战后成立的许多工会在行业边

界上界定模糊 ,进而引起摩擦纠纷。 “一个业务成立数个工会以致业

务混淆 ,时起冲突者亦不乏其例”, “工会因业务划分难清 ,迭起纠纷 ,

此伏彼起 ,成为各业工会争执焦点 ”(《解散总工会并停止活动案 》,

1946-1948:9-17-260)。一些刚刚成立的工会并不具备足够的从业

人数等条件 ,一些人数较多的行业缘于工作流动性等问题 ,又迟迟未能

成立相应的工会 。

针对这些问题 ,汉口市总工会提议 ,凡下属工会的相关会务 “应呈

由市总工会发交组织调查组详细调查其业务范围 ,签具意见 ,提交常务

理事会通过 ,转呈钧府核示 ,不得越级迳呈市府办理 ” ,并得到政府许

可(《汉口市各人民团体 、工人团体及自由职业团体概况调查表 》,年代

未能查明:9-17-99)。可见总工会实际上要求的是对具体会务的处

理权 ,但总工会的威信和职能又使其并不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 ,遂

只能在一次次具体案件中将相关问题上报地方政府 ,听候指令 。这就

导致战后武汉地方政府未能通过建立一个健全的工会组织层级体系并

将其制度化 、正规化 ,使其具有自我管理 、自我协调的能力 ,而是自己疲

于应付这些纷杂繁冗的工会会务和纠纷 ,从而既增加了政府的社会管

理成本 ,也削弱了工会自身的运作功能。

而在 “呈诉总工会组织松懈案”中可以看到 ,在具体事件中 ,一些

基层工会也会采取避开总工会直接上书政府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 。在

1947年第一纱厂发生的工潮中 ,该厂女工也曾集体上书武昌市政府 ,

控诉工会领导对工人利益的侵犯。导致这种非制度化处理方式的原因

在于武汉工会有时不但不能够代表下属群体的利益诉求 ,甚至直接侵

害到下属群体的相关利益 ,使下属群体采取了越级上访的方式 。这就

205

论 文 利益代表与社会整合



涉及到第二个问题 ,武汉工会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工人利益 。

(二)有限的利益代表程度与走向式微的社会整合

从组织制度 、财务支持以及角色定位三个层面可以看出 ,武汉工会

的利益代表程度非常有限 。在组织制度层面 ,尽管强制性会员资格为

工会吸纳会员提供了制度可能 ,但地域背景与派系倾轧从内部削弱了

工会对工人的利益代表程度 ,政府对工会领导的严格控制 ,从外部限制

了工人利益在工会组织内的表达力度 。在财务支持层面 ,总工会在经

费需求上对政府及产职业工会的上下依赖性 ,决定了总工会既不可能

对下具有政府性的绝对权威 ,也不能对上坚决代表产职业工会利益。

产职业工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会员会费 ,使其相较于政府工会能够更

多地代表工人利益 ,但缘于工会领导的党派背景及有限会费大量用作

薪金及招待支出 ,产职业工会的工人利益代表程度也十分有限 。在角

色定位层面 ,战后武汉工会政治职能凸显 ,职业职能淡化 ,使其定位侧

重于 “关系协调者 ”角色而非 “利益代表者 ”角色 。因此 ,战后武汉工会

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利益代表的层级秩序 。总工会无法代表产职业工

会的利益 ,产职业工会无法代表工人群体的利益。过渡时期某些为实

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工会领导的行为更为武汉工会微弱的利益代表雪

上加霜 。

利益代表程度如此有限 ,加之非制度化的利益组织化方式 ,使武汉

工会自身的运作功能趋于萎缩 ,不具备高度组织凝聚力和有效的组织

行动力 。政府除了增设工运指导委员会以及劳资评断委员会等机构来

分摊工会的部分职能外 ,还不得不亲自处理许多工会的分内事务 。由

此既增加了政府的社会管理成本 ,又促使工会的运作功能进一步萎缩 ,

更使得工人的利益无法经由顺畅的渠道被组织化入体制中 ,从而导致

了武汉工会的社会整合功能走向式微 。 “抗不入会 ”案表明许多产职

业工会连具备作为一个社团组织的必要条件都十分勉强 。 “呈诉总工

会组织松懈案 ”表明总工会已经丧失了对其下属团体的内部整合能

力 。武汉工会内部整合功能的匮乏 ,使其无法以强组织凝聚力与有效

的行动力为基础参与到体制中 ,帮助政府实现社会控制 ,实现外部整合

功能 ,而只能在迎来送往以及开会等基本会务的日常活动中维持形式

上的松散运作。

长期被梗阻在体制外缺乏整合的工人利益诉求的累积 ,加剧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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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矛盾 ,使工人对工会失望 、对政府怨恨。这种累积的社会不满在战后

通货膨胀 、内战不断 、民不聊生的政局下 ,成为一次次工潮的内在诱因 ,

既为共产党在国统区的社会动员提供了客观基础 ,也为国民政府社会

控制的最终失败埋下伏笔 。

(三)弱势独裁统治下的先天不足

法团主义理论旨在针对一个业已形成充分专业化分工的现代社会

产生的多元利益冲突提出利益组织化的整合方案。一个以强制权威实

现协调国内政治功能的中央政府 、制度化的利益组织化方式以及社团

的利益代表功能与高度的组织凝聚力 ,是实现法团主义所谓社会整合

的三个主要条件 。其社会整合方式又有国家法团主义与社会法团主义

之分。二者的区别在于国家与社会力量主导的差异 。前者说明一种自

上而下的组织关系 ,在其中 ,国家的作用是主导;后者则代表自下而上

的组织关系 ,其中社会力量主导着关系的秩序(张静 , 2005:30)。战后

武汉工会上述三个主要条件都不具备 ,其社会整合方式既异于国家法

团主义 ,又不同于社会法团主义 。究其原因 ,在于国民政府时期国家与

社团两个层面存在着先天不足 。

在国家层面 ,南京国民政府始终未能实现行政权力的集中化 、分层

化与制度化 。身负执政使命的国民党既不能实现向现代法理型政党的

结构转变 ,又丧失了 “革命党 ”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 ,在意识形态内

聚功能减弱 、组织结构涣散和政治权力既无内部制衡又无社会监督的

情形下 ,逐渐趋向腐败低能 ,丧失了领导现代化的政治功能(许纪霖 、

陈达凯 , 2006:11-12)。尽管战后日趋对立的国共政争迫使国民党政

府采取更为严酷的社会控制手段 ,但失控的通货膨胀 、“五子登科”式

的战后接收以及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均激化了社会矛盾 ,加剧了社会

动荡。在这种情况下 ,更严酷的社会控制手段不但无法整合社会 ,反而

激起了更多 “敢怒不敢言”的社会怨恨 。

在社团层面 ,法团主义理论中首先包含对权力分立与利益团体分

化的承认。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在本应分权的社会层面强化了政治

对社会的控制 ,使得民间社会趋于萎缩 ,无法发展出充分专业化分工的

社会团体 ,进而导致工会与政府之间的交往方式缺乏对等性 ,工会的自

主性被压制 ,行动能力受限。国民党一直怀有与法团主义宗旨相类似

的建立社团主义国家的愿望 。在社团主义国家中 ,重要的社会群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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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行业都被组成社团 ,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与监督;国家与社会之间

以及社会各群体和行业之间的冲突被协调;社会群体的能量被引导到

为党国的目标服务(徐小群 , 2007:99)。真正独立的工人团体是不存

在的 ,工会组织只能在国民党的政治与法律框架之下 ,为其政治需要服

务(朱英 , 2004:334)。这种专制体制下的工会与建立在充分社会分化

基础上权责明确的利益组织团体截然不同 。

弱势独裁的国民政府不具备法团主义呼唤的强制性国家权威与政

治协调能力 。政府的专制控制把社会团体的健康发展扼杀在摇篮之

中 。两者既是造成武汉工会 “合作”非制度化的根本原因 ,又严重降低

了工会对工人的利益代表程度 ,削弱了工会在工人中的认同感 ,使工会

无法拥有高度的组织凝聚力 ,丧失了工会在社会整合方面的积极功能。

国家与社团层面存在的先天不足分别从上下两个方向直接瓦解了法团

主义的社会整合基础 ,导致武汉工会既无法借助于政府的绝对权威实

现国家法团主义的社会整合方式 ,自身又缺乏足够的主导能力实现社

会法团主义的社会整合方式。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尽管与现代化导向

的科层管理模式部分重叠 ,但却是以丧失下属团体的利益代表为先决

条件的 。国民党政府建立的工会体系并不是为了创造一个法团主义的

社会 ,而是维护其专制统治的策略 。这一专制本质也注定了孱弱的社

会团体只有法团主义的形而无其神 ,最终无法担负起社会整合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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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nfocused.Thisresearchaimstoexploremigrants' mentalhealthstatusandits
riskandprotectivefactors.Asurveydesignwithmultistageclustersamplingwasused
and475 migrantworkerswererecruited.Thequestionnairecontaineddemographic
data, theBriefSymptomInventory, migrationstressscale, meaningofmigration
scale, andinterpersonalsupportevaluationlist.Thedataanalysisindicatesthat25%
malemigrantsand6% femalemigrantscouldberegardedasmentallyunhealthy.
Pathanalysisresultsshowthatmigrationstress, socialsupport, andmigrationmean-
ingaffectmentalhealthindifferent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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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ServicesMarket LiuSida＆ WuHongqi　130⋯⋯⋯⋯⋯⋯⋯

Abstract:Basedoninterviewsandparticipantobservationonlegalservicesinrural
China, thisarticlerevisesthejurisdictionalconflicttheoryinthesociologyofprofes-
sionsandfindsthat, inthefrontierareasoftheChineselegalsystem, variouslegal
servicesproviders, includinglawyers, basic-levellegalworkers, judicialassistants,
“barefootlawyers” andtownshipandvillagecadres, constituteaninterdependent
three-layer(i.e., countytown, township, andvillage)hierarchicalsystemoflegal
occupations.Thedivisionoflaborandinteractioninthishierarchicalsystemnotonly
constitutethetransferringmechanismofdisputeresolutionbetweenthestateandrural
society, butalsoshapethebasicformsoflegaloccupationsinruralChina.Itisthe
fundamentalreasonfortheslowdevelopmentoflawyersinthefrontierareasofthele-
gal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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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Yonghua　157

⋯⋯⋯

⋯⋯⋯⋯⋯⋯⋯⋯⋯⋯⋯⋯⋯⋯⋯⋯⋯⋯⋯

Abstract:Inthe1980s, therewasanintensedebateonthestudyofgiftbetween
MaussandBourdieuinFrance.Thispaperfocusesontheanalysisofthis“academic
koan”.Thesocialprinciplesthatgiftexchangerepresentsarethebasicpointsofboth
MausssandBourdieussocialtheories.ForMauss, thegiftmainlyreflectsaninten-
tiontosocialsolidarity;whileforBourdieu, itdirectlyprovokesthinkingaboutthe
wayofdomination, whichistosaythatbecauseoftimeintervals, “strategic” and
symbolicdominationbecomespossible.Thesetworesearchparadigmsofgiftarere-
ferredtointhispaperas“socialparadigm” and“powerparadigm”.

InterestsRepresentationandtheSocialIntegration:AstudyofWuhan

tradeunion(1945-1949)fromtheangleofcorpora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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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apoliticaltheory, pluralismhasitsownblindareas.Thispaperap-
pliescorporatismtheoriestostudythepost-wartradeunioninWuhan, examining
whethertheyhadaninterestinrepresentationalfunctionsandstrongorganizational
cohesion, andcarriedoutthesocialintegrationfunction.Thetradeunionsdidnot
havethecompletefunctionofinterestsrepresentation, theyalsolackedthestrongor-
ganizationalcohesion.Itsintegrationmodelisdifferentnotonlyfromthemodelof
statecorporatism, butalsodifferentfromthatofsocialcorporatism.Thereasonis
thattheweakgovernmentfailedtoachievethecentralization, hierarchizationandin-
stitutionalizationofadministrativepower;thegovernmentsauthoritariancontrolofso-
cietymadethecivilsocietyshrinkgradually, unabletodevelopanadequatespecializa-
tioninsocialgroups.ThiscongenitallydeficientdeterminedthatWuhantradeunions
hadtheshapeofcorporatism, butunabletoassumethefunctionsofsocial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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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HistoryofSubordinatesResistance:Acomparativereviewof

JamesScottandtheSubalternStudiesCollective XuXiaohan　211⋯

Abstract:Inthepostwarworld, studiesofcontentiouspoliticshavedivergedintotwo
approaches:socialmovementstudiesandrevolution/resistancestudies, whichin-
cludeJamesScottsstudiesandtheSubalternStudies.Theybothconcernabout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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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of“hegemony”, albeitindifferentways.JamesScottconsidersthesubordi-
nateclassmembersaspoliticalactorswithaunifiedideologyandnopublicaction,
whileSubalternStudiesCollectivearguesthatthesubalterncanhavepublicactions
withoutaunifiedideology.Theytakedifferentdirectionstoovercometheexistingbia-
sesinsubordinateshistorywriting(i.e., evolutionversustrage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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